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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眼具有多种轴线和角度ꎬ其中 Ｋａｐｐａ 角是反映人眼居中

性的重要指标ꎬ在眼科手术中应用广泛ꎮ 术前正确的评估
与应用 Ｋａｐｐａ 角ꎬ有利于恢复术后最佳视觉质量ꎮ μ 弦是
近几年为了更好地表达 Ｋａｐｐａ 角而出现的一个新术语ꎮ
临床上这两个概念未被很好地理解ꎬ限制了其实用性ꎮ 因

此ꎬ为了更好地理解 Ｋａｐｐａ 角和 μ 弦ꎬ本文分别阐述了两
者的定义和联系ꎮ 同时ꎬ总结了 Ｋａｐｐａ 角在斜视手术中的
应用ꎬ探讨了在角膜屈光手术中补偿大 Ｋａｐｐａ 角的方法以
及在超声乳化联合多焦点人工晶状体(ＭＩＯＬ)植入术中参

考 Ｋａｐｐａ 角预测术后 ＭＩＯＬ 居中性的临床意义ꎬ以期为临
床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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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为了研究眼球结构的光学特性ꎬ人们定义了不同的轴

线和角度[１]ꎮ 其中 Ｋａｐｐａ 角是反映人眼居中性的重要指

标ꎬ在眼科手术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ꎮ 目前研究认为

Ｋａｐｐａ 角在斜视手术中会影响斜视度的计算以及手术量

的设计[２]ꎬ可以指导角膜屈光手术中切削中心的选择[３]ꎬ
同时可预测白内障摘除联合多焦点人工晶状体(ＭＩＯＬ)植
入术后人工晶状体出现偏心倾斜的可能性[４]ꎮ 越来越多

的研究证据显示:在眼科手术中ꎬ术前对 Ｋａｐｐａ 角进行精

准测量并及时进行 Ｋａｐｐａ 角补偿可以帮助患者视功能的

恢复、提高术后视觉质量[５－６]ꎮ 近几年ꎬ为了更好地表达

Ｋａｐｐａ 角ꎬ出现了新的术语———μ 弦[７]ꎬ但在临床中由于

不理解这两个术语ꎬ限制了其临床实用性ꎮ 因此本文就近

几年来 Ｋａｐｐａ 角(μ 弦)在眼科手术中的临床应用及研究

进展进行综述ꎮ
１ Ｋａｐｐａ角(μ 弦)的概述

Ｋａｐｐａ 角指的是视轴与瞳孔轴之间的夹角ꎮ 用点光

源照射角膜ꎬ当瞳孔轴和视轴重合ꎬ反射点会位于瞳孔中

心处ꎬ为零 Ｋａｐｐａ 角ꎮ 当反射点偏向瞳孔中心的鼻侧ꎬ为
正性 Ｋａｐｐａ 角ꎻ反射点偏向瞳孔中心的颞侧ꎬ为负性

Ｋａｐｐａ 角ꎮ 在健康人群中该角一般是正性 Ｋａｐｐａ 角ꎬ介于
＋１.９１°±０.１４° ~ ＋５.７３°±０.１０°[８]ꎮ 温凯等[９] 使用 ｉＴｒａｃｅ 像

差仪测量 ４８１５ 例中国人的 Ｋａｐｐａ 角ꎬ其平均值为 ０.４７±
０.４８ｍｍꎬ其中小于 ０.５０ｍｍ 的患者占 ７０.０７％ꎮ 负性 Ｋａｐｐａ
角或者正性 Ｋａｐｐａ 角大于 ５°为病理性[１０]ꎮ 异常的正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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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ｐｐａ 角通常与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家族性渗出性视网膜

病变或其他周边视网膜疾病有关[１１]ꎬ也曾在眼白化病中

被报道[１２]ꎮ
临床上有很多光学仪器可以测量 Ｋａｐｐａ 角的大小ꎮ

在斜视手术中ꎬ通常用同视机测量患者的 Ｋａｐｐａ 角ꎮ 单眼

检查时ꎬ通过让患者注视同视机中的特殊画片ꎬ使角膜映

光点位于角膜中央ꎬ得到其 Ｋａｐｐａ 角的数值ꎮ 由于现有光

学仪器都无法准确测量视轴ꎬ目前通常通过测量非常接近

视轴的点来指代视轴ꎮ 当眼睛注视光源时ꎬ光源穿过角膜

前表面所形成的反射点称为 Ｐｕｒｋｉｎｊｅ－１[１３]ꎮ 若检查者与

光源 同 轴 观 察 眼 睛ꎬ 该 点 也 称 为 角 膜 共 轴 反 光 点

(ＣＳＣＬＲ)ꎬＰｅｎｔａｃａｍ 眼前节分析仪等光学仪器使用角膜

顶点的概念表示 ＣＳＣＬＲ[７]ꎮ ＣＳＣＬＲ 是距离视轴最近的

点ꎬ因 此 大 多 数 光 学 仪 器 是 通 过 测 量 瞳 孔 中 心 和

Ｐｕｒｋｉｎｊｅ－１(ＣＳＣＬＲ、角膜顶点) 之间的矢量距离来估计

Ｋａｐｐａ 角的大小[１４]ꎮ 但此时测出来的 Ｋａｐｐａ 角ꎬ其实质是

与 Ｋａｐｐａ 角概念相似的二维笛卡尔位移ꎬ并非是真正的

Ｋａｐｐａ 角[１５]ꎮ 为了减少混淆ꎬＣｈａｎｇ 等[７] 建议将两者之间

的矢量位移命名为“μ 弦”ꎮ 在不考虑眼轴长度时ꎬ１.０ｍｍ
的 μ 弦指的是大约 ７. ５°的 Ｋａｐｐａ 角[１５]ꎮ 既往人们对

Ｋａｐｐａ 角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很多研究ꎬ但关于 μ 弦

的研究却很少ꎮ 在很多关于角膜屈光手术和白内障摘除

联合 ＭＩＯＬ 植入术的研究中仍喜欢于使用 Ｋａｐｐａ 角的术

语ꎬ但其实际指的却是 μ 弦ꎮ
２ Ｋａｐｐａ角在斜视手术中的应用

普遍认为ꎬＫａｐｐａ 角和斜视可以同时存在[１０]ꎮ Ｂａｓｍａｋ
等[１６]测量了 １０８ 例斜视患者的 Ｋａｐｐａ 角ꎬ其中内斜组左

右眼的平均 Ｋａｐｐａ 角分别为 ２.５５±０.４２°、２.３５±０.４１°ꎬ而外

斜组左右眼的平均 Ｋａｐｐａ 角分别为 ４. ３８ ± ０. ２８°、３. ８３ ±
０.３６°ꎬ表明外斜患者的 Ｋａｐｐａ 角比内斜患者更大ꎮ 同时

研究证明斜视手术后患者的 Ｋａｐｐａ 角会变小ꎬ这也为术后

双眼单视功能建立提供了解剖学基础[２]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临床上斜视患者斜视度测量首选三棱镜遮盖检查ꎮ 当患

者因年龄较小等原因无法配合时ꎬ就会考虑选择使用角膜

映光法检查患者斜视度[１７]ꎬ但该法测量的斜视度会受到

Ｋａｐｐａ 角的影响[１８]ꎬ从而可能出现错估患者斜视度的情

况ꎮ 所以为了降低其影响ꎬ牛玉玲等[１８] 推荐可以使用照

相机辅 Ｈｉｒｓｃｈｂｅｒｇ Ｔｅｓｔ 法检查此类配合度较低患者的斜

视度ꎮ
在大多数情况下ꎬ斜视患者双眼 Ｋａｐｐａ 角基本一致ꎮ

当患者因双眼黄斑－视盘间距不对称导致双眼 Ｋａｐｐａ 角大

小不对称时ꎬ若仅使用 Ｈｉｒｓｃｈｂｅｒｇ Ｔｅｓｔ 或 Ｋｒｉｍｓｋｙ Ｔｅｓｔꎬ可
能会使正常眼位的眼睛被误诊为斜视[１７]ꎮ 正性大 Ｋａｐｐａ
角(>５°)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假性外斜ꎮ 而负性大 Ｋａｐｐａ
角的患者则可能会出现假性内斜[１０]ꎬ其角膜反射点会偏

向鼻侧ꎬ常因为患者鼻根部扁平、内眦间距或赘皮折皱比

较宽、瞳孔距≤５５ｍｍ 等原因[１９] 导致颞侧巩膜暴露更多ꎬ
从而形成斜视的错觉ꎮ 临床上ꎬ若一个外(内)斜视患者ꎬ
角膜映光反射、同视机检查等均提示外(内)斜视ꎬ但交替

遮盖未见明显异常ꎬ应警惕患者可能是一个异常的正性

(负性)大 Ｋａｐｐａ 角ꎮ 若误将假性斜视的患者的眼位进行

手术矫正ꎬ可能会导致更加复杂的视功能问题ꎮ 此外ꎬ当
外(内)斜视的患者合并负性(正性) Ｋａｐｐａ 角ꎬ斜视矫正

手术可能会使患者从外(内)斜视变成内(外)斜视ꎬ卢秀

珍等[１０]建议这类患者也不应该行手术治疗ꎮ 因此ꎬ斜视

患者在斜视度检查前首先应准确评估单眼 Ｋａｐｐａ 角的大

小ꎬ明确其是否为真性斜视ꎬ同时在进行斜视手术设计时

应正确考虑 Ｋａｐｐａ 角的影响ꎬ这有利于患者术后视功能的

恢复ꎮ
此外ꎬ有文献报道:正性大 Ｋａｐｐａ 角伴先天性眼球震

颤的患者多是眼白化病的临床表现[１２]ꎮ 由于正性大

Ｋａｐｐａ 角的存在ꎬ眼白化病伴内斜视的患者ꎬ其斜视度可

能比测量结果偏小ꎬ伴外斜视则可能偏大[２０]ꎮ Ｒａｔｅａｕｘ
等[２１]在 １ 例因持续右眼偏斜而就诊的 ６ 岁男孩眼中发现

了典型的双眼异常正性大 Ｋａｐｐａ 角ꎬ右眼 Ｋａｐｐａ 角为

１７.６°ꎬ左眼 Ｋａｐｐａ 角为 １８.１°ꎮ 同时该患儿还伴有分离性

垂直偏差、融合发育不良眼球震颤综合征等ꎮ 在患儿母亲

的基因上发现了 ＧＰＲ１４３ 基因的致病性突变ꎬ证实了眼白

化病Ⅰ型的诊断ꎬ解释了正性大 Ｋａｐｐａ 角ꎮ 这提示若内斜

视与正性大 Ｋａｐｐａ 角发生相互抵消ꎬ也可能导致恒定的

“侧视”ꎮ
３ Ｋａｐｐａ角(μ 弦)在角膜屈光手术的应用

众所周知ꎬ在角膜屈光手术中ꎬ角膜切削中心的选择

至关重要ꎮ 既往研究表明若角膜消融中心偏离视轴ꎬ容易

造成偏中心切削ꎬ导致术后高阶像差中球差和彗差的增

加ꎬ影响术后视觉质量[３]ꎮ 由于角膜屈光手术的光学消融

区较大(直径一般大于 ６ｍｍ)ꎬ小 Ｋａｐｐａ 角(μ 弦)患者的

视轴与瞳孔轴的偏差较小ꎬ轻微的偏中心切削(不超过

０.５ｍｍ)对术后视觉质量的影响较小[４]ꎮ 而大 Ｋａｐｐａ 角(μ
弦)患者的视轴与瞳孔轴的偏差较大ꎬ因此应在术中进行

适当的 Ｋａｐｐａ 角补偿(将角膜消融中心偏向视轴)ꎬ从而

降低发生偏中心切削的风险ꎬ减少术后高阶像差的增

加[２２]ꎮ 中国在 ２０１８ 年 ＳＭＩＬＥ 手术规范专家共识[２３] 中提

到:在 ＳＭＩＬＥ 手术中ꎬ为避免大 Ｋａｐｐａ 角(μ 弦)患者的角

膜基质透镜偏中心ꎬ建议选取角膜顶点为手术的切削

中心ꎮ
但目前临床上对多大的 μ 弦需要进行 Ｋａｐｐａ 角补偿

尚未统一标准ꎮ Ｌｉｕ 等[２４] 通过在眼睛模型上模拟近视激

光消融并比较其光学性能ꎬ他们认为当 Ｋａｐｐａ 角大于 ５°
时ꎬ选择 ＣＳＣＬＲ 作为角膜消融中心更合适ꎮ Ｏｋａｍｏｔｏ
等[２５]则建议当 μ 弦大于 ０.２５ｍｍ 就应使用 ＣＳＣＬＲ 作为切

削中心ꎮ 许多临床研究对进行 Ｋａｐｐａ 角补偿阈值的选择

不同ꎬ考虑可能是因为在进行临床设计时研究者倾向于根

据自身研究中平均 μ 弦大小进行分组试验ꎬ同时其选取

的研究对象的性别、种族、屈光状态以及测量 μ 弦的仪器

有所不同ꎬ从而导致研究结果差异性较大ꎮ
在进行 Ｋａｐｐａ 角补偿时ꎬ定位视轴的常用的方法一般

有两种ꎮ 第一种是选择使用准分子激光术中眼动追踪调

整程 序 记 录 患 者 仰 卧 位 时 瞳 孔 中 心 与 Ｐｕｒｋｉｎｊｅ － １
(ＣＳＣＬＲ)的偏移量ꎬ自动进行 Ｋａｐｐａ 角调整[２６]ꎮ 第二种

是术前根据角膜地形图确定角膜顶点和瞳孔中心之间的

瞳孔偏移量(Ｏｆｆｓｅｔ 值)ꎬ术中使用该 Ｏｆｆｓｅｔ 值定位角膜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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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位置ꎬ手动进行 Ｋａｐｐａ 角调整[２７]ꎮ 理论上ꎬ在保持术

前术中瞳孔直径相近的情况下ꎬ基于眼动追踪系统调整的

切削中心比手动调整的切削中心更准确[２８]ꎮ Ｆｒｉｎｇｓ 等[２９]

研究发现在远视 ＬＡＳＩＫ 术中ꎬμ 弦≥０.２５ｍｍ 的患者若使

用术前测量的 Ｏｆｆｓｅｔ 值指导切削中心的选择可能会导致

激光消融区域偏向鼻侧ꎬ他们建议此类患者可以根据术中

实际偏移量进行中心定位ꎮ 但也有学者认为单独的眼动

追踪系统无法确保准确的切削中心[３０]ꎮ Ａｒｂａ 等[３１] 建议

可以将 Ｏｆｆｓｅｔ 值结合眼动追踪调整程序对患者进行 Ｋａｐｐａ
角调整ꎮ 目前对于这几种定位方式准确性的区别暂无明

确定论ꎮ 但有研究认为不同定位方式在不同术式的角膜

屈光手术中均能有效降低偏中心切削的风险[６]ꎮ
理论上ꎬ术中进行 １００％ Ｋａｐｐａ 角补偿(将切削中心

定位于 ＣＳＣＬＲ)ꎬ消融中心更接近视轴ꎬ但不少研究发现

术后实际视觉质量与预期视觉质量仍有差距[２６]ꎮ 虽然

ＣＳＣＬＲ 是距离视轴最近的点ꎬ平均距离为 ０.０２ｍｍ[３２]ꎬ但
两者距离的标准差(ＳＤ)为 ０.１７ｍｍꎬ相当于瞳孔中心与

ＣＳＣＬＲ 之间距离(０.３６ｍｍ)的 ４７.２％ [３３]ꎮ 赵景华等[３４] 发

现主视眼也会影响 ＣＳＣＬＲ 的分布ꎮ 为减少“手术源性”的
偏心切削ꎬ他建议主视眼的 Ｋａｐｐａ 角调整百分比应小于非

主视眼 Ｋａｐｐａ 角调整百分比ꎮ 因此ꎬ对于部分患者ꎬ
ＣＳＣＬＲ 可能不是最佳角膜消融中心ꎮ Ｋｅｒｍａｎｉ 等[３５] 提出

选取瞳孔中心与 ＣＳＣＬＲ 之间作为角膜消融的参考中心ꎮ
通过个性化调整 Ｋａｐｐａ 角补偿矢量百分比ꎬ找到离视轴最

近的切削中心点ꎮ Ｃｈａｎｇ 等[３３] 将 １１４ 例近视患者的两只

眼睛分别在术中选择 １００％Ｋａｐｐａ 角补偿和 ８０％ Ｋａｐｐａ 角

补偿ꎬ通过观察患者术后 ３ｍｏ 的屈光状态ꎮ 他们发现

８０％Ｋａｐｐａ 角补偿组术后残余散光度和欠矫比例比 １００％
Ｋａｐｐａ 角补偿组更少ꎮ Ｒｕ 等[２６]选取了拟行 ＬＡＳＩＫ 手术的

中度近视患者 ２５４ 例ꎬ根据其平均 Ｋａｐｐａ 角(μ 弦)大小

(０.２２０ｍｍ)将所有的研究对象分为小 Ｋａｐｐａ 角和大 Ｋａｐｐａ
角组ꎮ 每组再分为两组ꎬ分别进行 ５０％和 １００％ Ｋａｐｐａ 角

补偿ꎮ 研究显示小 Ｋａｐｐａ 角组ꎬ两种补偿方式对术后视觉

质量的影响未见明显差异ꎮ 而大 Ｋａｐｐａ 角组ꎬ５０％ Ｋａｐｐａ
角调整会比 １００％ Ｋａｐｐａ 角调整术后残余散光度和高阶

像差更低、对比敏感度和视觉质量更好ꎮ
４ Ｋａｐｐａ 角(μ 弦)在白内障摘除联合 ＭＩＯＬ 植入术中的

应用

ＭＩＯＬ 以光的折射或衍射为基础ꎬ物体的光线透过其

产生 ２ 个或多个焦点[３６]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患者远、
中、近视力的要求ꎮ 但一些患者常抱怨术后出现更多的光

晕、眩光等不良光现象[３７]ꎮ 目前研究认为术后不良光现

象的发生可能与大 Ｋａｐｐａ 角 ( μ 弦) 或大 Ａｌｐｈａ 角有

关[３７－３８]ꎮ 理想情况下ꎬ悬韧带和囊袋保持完整ꎬＭＩＯＬ 植

入后ꎬ人工晶状体的光学中心与囊袋的中心重合[３９]ꎬ不一

定恰好位于视轴或光轴上ꎮ 大 Ｋａｐｐａ 角或大 Ａｌｐｈａ 角则

可能会使人工晶状体的光学中心更加偏离视轴ꎬ导致术后

人工晶状体偏心[３７]ꎮ 此时视轴会通过周边衍射环而非中

央的折射光学区ꎬ进而增加人工晶状体眼的高阶像差和屈

光不正ꎬ加剧夜间视觉干扰ꎬ降低术后视觉质量[４０]ꎮ 目前

临床上是参考 Ｋａｐｐａ 角(μ 弦)还是 Ａｌｐｈａ 角来预测 ＭＩＯＬ

术后人工晶状体居中性带来的视觉质量影响仍存在一定

争议ꎮ
Ｈｏｌｌａｄａｙ 等[４１]通过光线追踪技术发现远视、大 Ｋａｐｐａ

角、小瞳孔是白内障术后出现负性视力障碍的主要危险因

素ꎮ Ｆｕ 等[４２]研究认为 ＭＩＯＬ 植入术后视觉质量与 μ 弦相

关ꎬ而与小于 ０.５ｍｍ 的 Ａｌｐｈａ 角无关ꎮ 当 μ 弦大于 ０.４ｍｍ
时ꎬ眩光和光晕的发生率增加ꎻ当大于 ０.５ｍｍ 时ꎬ患者术

后视觉质量会下降[４０]ꎮ 中华医学会在 ２０１９ 年将 Ｋａｐｐａ
角(μ 弦)小于 ０.５ｍｍ 或小于中央折射光学区直径的 １ / ２
纳入 ＭＩＯＬ 植入手术适应证中[３６]ꎮ 但 Ｋａｐｐａ 角是不稳定

的ꎬ容易受到瞳孔中心变化的影响ꎮ 有研究发现在光线强

度、散瞳等影响下ꎬ明显的瞳孔中心偏移与 ＭＩＯＬ 植入术

后不良光现象的产生有关ꎬ从明到暗ꎬ瞳孔中心偏移的平

均距离为 ０.１４±０.１(０.０１ ~ ０.４６)ｍｍ[４３]ꎮ Ｆｉｓｃｈｉｎｇｅｒ 等[４４]

不建议瞳孔中心偏移较大的患者植入 ＭＩＯＬꎮ 可能是因为

大 Ｋａｐｐａ 角(μ 弦)的患者在 ＭＩＯＬ 植入后ꎬ同一个衍射环

内每个方向进入的光线量不同ꎬ视网膜上光分布会不平

衡ꎮ 在暗环境下ꎬ瞳孔放大ꎬ当瞳孔中心发生明显偏移时ꎬ
Ｋａｐｐａ 角会发生明显变化ꎬ此时视网膜上光分布会更加不

平衡ꎬ从而导致患者夜间视觉质量下降[４２]ꎮ 这意味着

Ｋａｐｐａ 角(μ 弦)在预测 ＭＩＯＬ 术后夜间视觉质量上可能

会受瞳孔中心偏移的影响ꎬ具有不确定性ꎮ
Ａｌｐｈａ 角是光轴和视轴之间的夹角ꎮ 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Ｃｏｓｔｅ

等[３８]观察到在植入 Ｌｉｂｅｒｔｙ ６７７ＭＹ ＭＩＯＬ 后ꎬ患者术后高

阶像差值、视力等与 Ａｌｐｈａ 角相关ꎬ 而与 μ 弦无关ꎮ
Ｍｉｈáｌｔｚ 等[４５]研究认为 Ａｌｐｈａ 角越大ꎬＭＩＯＬ 植入后患者术

后视觉质量越差ꎮ 同时ꎬＷａｎｇ 等[４６] 发现白内障手术前

后ꎬμ 弦的大小存在差异ꎬ而 Ａｌｐｈａ 角的大小和方向未见

明显变化ꎬ且在一定程度上指示了囊袋中心与视轴之间的

距离ꎮ 因此他提出 Ａｌｐｈａ 角可能才是反映术后 ＭＩＯＬ 居中

性更可靠的指标ꎮ 但临床上ꎬ多是基于角膜缘中心与晶状

体中心相同的假设ꎬ通过测量角膜缘中心与瞳孔中心之间

的距离进行估测 Ａｌｐｈａ 角的大小ꎮ 实际上角膜缘中心与

晶状体中心并不一致ꎬ存在自然的倾斜偏心[４７]ꎮ 所以用

角膜缘中心估测 Ａｌｐｈａ 角可能是不准确的ꎮ 目前所有比

较 Ａｌｐｈａ 角与 Ｋａｐｐａ 角带来的术后视觉质量影响的文献

中ꎬ由于研究中对两者的定义、使用的测量仪器、ＭＩＯＬ 型

号存在差异ꎬ因此研究结论各有不同ꎮ 但考虑到 Ｋａｐｐａ 角

和 Ａｌｐｈａ 角对术后 ＭＩＯＬ 偏心的可能影响ꎬ仍然建议可在

术前同时评估两者的大小ꎬ当 μ 弦或 Ａｌｐｈａ 角大于 ０.５ｍｍ
时ꎬ慎重考虑植入 ＭＩＯＬꎮ

虽然目前无法确定大 Ｋａｐｐａ 角是否是导致 ＭＩＯＬ 偏

中心的直接原因ꎬ但 Ｂｏｎａｑｕｅ－Ｇｏｎｚáｌｅｚ 等[５]通过对非对称

ＭＩＯＬ 进行光学模拟ꎬ发现在术前计算定制最佳眼内方向

时考虑到 Ｋａｐｐａ 角的大小ꎬ可以补偿其负面影响ꎮ 临床上

最常用于补偿大 Ｋａｐｐａ 角的方法是故意将 ＭＩＯＬ 中心定

位在患者的视轴上[３９]ꎮ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４８]报道了一种新的撕囊

瞄定方法ꎬ术者可沿着患者的视轴建立同轴瞄准ꎬ并使用

ＰＰＣ 设备以 Ｐｕｒｋｉｎｊｅ－１ 为中心ꎬ精确建立以视轴为中心的

ＰＰＣ 囊切开术ꎬ将 ＭＩＯＬ 定位在视轴上ꎮ 此外ꎬ研究人员

通过不断改进 ＭＩＯＬ 的光学部设计以弥补大 Ｋａｐｐａ 角的

０８７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第 ２３ 卷　 第 ５ 期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电话: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０５９０６　 电子信箱:ＩＪＯ.２０００＠ １６３.ｃｏｍ



影响ꎮ Ｇａｒｚóｎ 等[４９] 观察到在植入衍射 ＦｉｎｅＶｉｓｉｏｎ ＰＯＤ Ｆ
人工晶状体后ꎬ大 μ 弦(>０.３ｍｍ)的眼睛与小 μ 弦的眼睛

相比ꎬ其屈光状态和视觉质量未见明显差异ꎮ 该晶状体对

较大的 Ｋａｐｐａ 角具有包容性ꎬ考虑可能是因为该晶状体第

一个衍射环的直径为 １.１２５ｍｍꎬ比大多数 ＭＩＯＬ 衍射环的

直径更大ꎮ 但未来需要更多研究比较各种衍射 ＭＩＯＬ 模

型证实这种假设ꎮ
５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ꎬＫａｐｐａ 角在眼科手术中应用十分广泛ꎮ 在

斜视手术中ꎬ术前精确测量和考虑 Ｋａｐｐａ 角可以减少斜视

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出现风险和并发症ꎮ 无论远视患者还

是近视患者ꎬ在不同术式的角膜屈光手术中针对不同大小

的 Ｋａｐｐａ 角ꎬ未来还需要继续探索发现进行 Ｋａｐｐａ 角补偿

的阈值ꎬ并个性化选择 Ｋａｐｐａ 角补偿矢量百分比ꎬ有利于

术后恢复良好的屈光状态和视觉质量ꎮ 随着白内障手术

发展ꎬ实现其最佳视觉质量已成为医患的共同目标ꎬ术前

参考 Ｋａｐｐａ 角还是 Ａｌｐｈａ 角来预测术后 ＭＩＯＬ 居中性还存

在争议ꎮ 目前 μ 弦这个术语在国内还未得到广泛理解和

应用ꎬ仍需继续探索 μ 弦在角膜屈光手术及白内障摘除

联合 ＭＩＯＬ 植入术中的临床意义ꎮ 相信未来随着 Ｋａｐｐａ
角临床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ꎬＫａｐｐａ 角(μ 弦)在眼科手术

中的临床价值会越来越突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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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Ｔｓａｉ ＹＹꎬ Ｌｉｎ ＪＭ.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ａｃｔｉｖｅ ｅｙｅ － ｔｒａｃｋｅｒ －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ｐｈｏｔｏ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ｋｅｒａｔｅｃｔｏｍｙ ａｎｄ ｌａｓｅｒ ｉｎ ｓｉｔｕ ｋｅｒａｔｏｍｉｌｅｕｓｉｓ１. Ｊ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Ｒｅｆｒａｃｔ Ｓｕｒｇ ２０００ꎻ２６(１):２８－３４
３１ Ａｒｂａ ＭＳꎬ Ｅｗｅｒｉｎｇ Ｔ. Ｎｅｗ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ｐｕｐｉｌ ａｎｄ ｃｏｒｎｅａｌ ｖｅｒｔｅｘ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ｉｎ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Ｊ Ｒｅｆｒａｃｔ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２ꎻ２８(８):５６７－５７３
３２ Ｐａｎｄｅ Ｍꎬ Ｈｉｌｌｍａｎ ＪＳ.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 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ｅｒａｔｏ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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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ｒｇｅｒｙ.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ｐｕｐｉｌ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ｘｉｓꎬ ｃｏａｘｉａｌｌｙ ｓｉｇｈｔｅｄ ｃｏｒｎｅａｌ
ｒｅｆｌｅｘꎬ ｏ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ｃｏｒｎｅ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３ꎻ １００ ( ８ ):
１２３０－１２３７
３３ Ｃｈａｎｇ ＪＳＭꎬ Ｌａｗ ＡＫＰꎬ Ｎｇ ＪＣＭ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ｓ ８０％ ａｎｄ １００％ ｆｒｏｍ ｐｕｐｉ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ｏａｘｉａｌｌｙ ｓｉｇｈｔｅｄ ｃｏｒｎｅａｌ ｌｉｇｈｔ ｒｅｆｌｅｘ. Ｊ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Ｒｅｆｒａｃｔ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６ꎻ４２(３):４１２－４１９
３４ 赵景华ꎬ 贾寓洁ꎬ 林淑华ꎬ 等. 近视患者优势眼与非优势眼的

Ｋａｐｐａ 角ꎬ 瞳孔大小及中心位置的动态变化. 眼科新进展 ２０２２ꎻ４２
(２):１４２－１４４
３５ Ｋｅｒｍａｎｉ Ｏꎬ Ｏｂｅｒｈｅｉｄｅ Ｕꎬ Ｓｃｈｍｉｅｄｔ Ｋꎬ ｅｔ 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ｏｐｉｃ
ＬＡＳＩＫ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ＩＤＥＫ ＮＡＶＥＸ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ｘｉｓ ｏｒ
ｌｉｎｅ ｏｆ ｓｉｇｈｔ. Ｊ Ｒｅｆｒａｃｔ Ｓｕｒｇ ２００９ꎻ２５(１ Ｓｕｐｐｌ):Ｓ９８－Ｓ１０３
３６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白内障及人工晶状体学组. 中国多焦点人

工晶状体临床应用专家共识(２０１９ 年). 中华眼科杂志 ２０１９ꎻ５５(７):
４９１－４９４
３７ Ｐｒａｋａｓｈ Ｇꎬ Ｐｒａｋａｓｈ ＤＲꎬ Ａｇａｒｗａｌ Ａ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ｋａｐｐａ ａｎｇ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
ＩＯＬ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ｙｅ (Ｌｏｎｄ) ２０１１ꎻ２５(９):１１８７－１１９３
３８ 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 － Ｃｏｓｔｅ Ｇꎬ Ｔａｐｉａ Ａꎬ Ｃｏｒｒｅｄｏｒ － Ｏｒｔｅｇａ Ｃ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ｇｌｅ ａｌｐｈａꎬ ａｎｇｌｅ ｋａｐｐａꎬ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ｖｉｓｕ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ｈｉｇｈ－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ｒｉｆｏｃａｌ ＩＯＬ. Ｊ Ｃｌｉｎ
Ｍｅｄ ２０２２ꎻ１１(３):８９６
３９ Ｒｏｏｐ Ｐ.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ｘｉｓ. Ｉｎｄｉａｎ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７ꎻ ６５
(１２):１４２５－１４２７
４０ Ｑｉ Ｙꎬ Ｌｉｎ Ｊꎬ Ｌｅｎｇ Ｌꎬ ｅｔ 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ｎｇｌｅ κ ｉｎ ｖｉｓｕ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 ｔｒｉｆｏｃａｌ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 Ｊ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Ｒｅｆｒａｃｔ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８ꎻ４４(８):９４９－９５４

４１ Ｈｏｌｌａｄａｙ ＪＴꎬ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ＭＪ.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ｙｓｐｈｏｔｏｐｓｉａ: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Ｊ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Ｒｅｆｒａｃｔ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７ꎻ４３
(２):２６３－２７５
４２ Ｆｕ Ｙꎬ Ｋｏｕ Ｊꎬ Ｃｈｅｎ Ｄ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ｇｌｅ ｋａｐｐａ ａｎｄ ａｎｇｌｅ
ａｌｐｈａ ｏｎ ｖｉｓｕ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ｅｓ.
Ｊ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Ｒｅｆｒａｃｔ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９ꎻ４５(９):１２５８－１２６４
４３ Ｔｃｈａｈ Ｈꎬ Ｎａｍ Ｋꎬ Ｙｏｏ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ｐｈｏｔ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ꎬ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ꎬ 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７ꎻ１０(２):２４１－２４５
４４ Ｆｉｓｃｈｉｎｇｅｒ Ｉꎬ Ｓｅｉｌｅｒ ＴＧꎬ Ｓｃｈｍｉｄｉｎｇｅｒ Ｇꎬ ｅｔ ａｌ. 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ｂｕｎｇ ｄｅｓ
ｐｕｐｉｌｌｅｎｚｅｎｔｒｏｉｄｓ.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ｅ ２０１５ꎻ１１２(８):６６１－６６４
４５ Ｍｉｈáｌｔｚ Ｋꎬ Ｖéｃｓｅｉ－Ｍａｒｌｏｖｉｔｓ ＰＶ.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ｘ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ｔｙ ｖａｌｕｅｓ. Ｇｒａｅｆｅｓ Ａｒｃｈ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２１ꎻ２５９
(３):６７３－６８３
４６ Ｗａｎｇ Ｒꎬ Ｌｏｎｇ Ｔꎬ Ｇｕ Ｘ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ａｎｇｌｅ ｋａｐｐａ ａｎｄ ａｎｇｌｅ
ａｌｐｈ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Ｊ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Ｒｅｆｒａｃｔ Ｓｕｒｇ ２０２０ꎻ４６
(３):３６５－３７１
４７ Ｄｏｎｇ Ｊꎬ Ｗａｎｇ ＸＬꎬ Ｄｅｎｇ ＭＨ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ｒｅｅ －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ｗｅｐｔ －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ｏｒ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 ｌｅｎｓ ｔｉｌｔ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ｒｎｅａｌ ｖｅｒｔｅｘ. Ｔｒａｎｓｌ
Ｖｉｓ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 ２０２１ꎻ１０(９):１３
４８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Ｖ.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 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ｘｉｓ. Ｊ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Ｒｅｆｒａｃｔ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８ꎻ４４(５):５２８－５３３
４９ Ｇａｒｚóｎ Ｎꎬ Ｇａｒｃíａ－Ｍｏｎｔｅｒｏ Ｍꎬ Ｌóｐｅｚ－Ａｒｔｅｒｏ Ｅ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ｇｌｅ κ ｏｎ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ｔｒｉｆｏｃａｌ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 Ｊ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Ｒｅｆｒａｃｔ Ｓｕｒｇ ２０２０ꎻ４６(５):
７２１－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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